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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放矢: 建构有关“中华射艺”的

动态认知与挈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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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与逻辑分析法，将传统射箭领域的研究复归于以“中华”的嬗变为背景

的宏观历史视阈，从本体论的角度探究事物的本质。研究认为:“中华射艺”相对严谨地解决了

传统射箭“叫什么”的统合性称谓问题; 基于“中华”与“射艺”的套嵌、互结与联动，从“因何是”
的角度示现了“中华射艺”形成与发展的动态认知; 通过一个有关“中华射艺”挈领概念的最终

建构，以超越今“民族国家”与“边界”的庄严，宣示了“中华射艺”“所以是”的主体性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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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 7 日，中国射箭协会传统弓分会的

成立，有力地促进了传统射箭的复兴。随着越来越

多的人群参与到传统射箭活动中，社会上兴起了所

谓“传统射箭热”，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近几

年，有关传统射箭的学术成果明显增多，学者们从

文化、教育、哲学等维度分别进行了深度的探讨。
但梳理文献的过程中，笔者也关切到一个重要的问

题: 首先，由于传统射箭价值的多元性、演进的复杂

性，使人们很难从根本上厘清其“最终本性”; 该领

域的研究似乎早已习惯了从主体的外延，即价值与

功能等面向向外推进，却忽视了向纵深的“本体论”
拷问。简言之，学者们只是陈陈相因“传统射箭可

以干什么”的价值问题，却回避了“传统射箭到底是

什么”的本质问题。其次，对于当下复兴的，被冠以

或“传统射箭”、或“中国传统射箭”、或“射艺”、或

“民族弓”、或“民族射箭”的事物。它究竟该被统合

进怎样一种称谓? 是怎样形成与演变的? 概念又

是什么? 面对上述问题，现有的研究明显处于一种

学术的失语。本文观点: 回归逻辑起点，开展本源

性研究非常有必要。找到相对严谨的统合性称谓

“叫什么”; 梳理事物发展的动态认知“因何是”; 构

建一个提纲挈领的概念阐释“所以是”，是一项刻不

容缓的课题。

1 “叫什么”:“中华射艺”，一个统合性称谓

的提出

通常的范式，即从历史的时间维度中遴选射之

单一样态的研究虽未曾不可。但随着范式的固化，

传统射箭的立体形象却遭到了无意地肢解。一般

的因果解释不能满足对“意义”的理解。［1］换句话

说，在时间维度外，空间维度的研究亦尤为重要。
正是无数个特定历史空间产生了诸如“射礼”“胡服

骑射”“弹弓投壶”“胡禄豹韬”“弓箭社”“射柳”“国

语骑射”“木兰秋狝”的文化缘起。传统射箭领域的

研究亟待一种“带入式”的复归。即: 返还到大历史

背景中，将时间与空间两个历史向度加以归结，探

索传统射箭之本来面目。对能够承载我国传统射

箭所属历史空间的辞藻，如“中国”“中华”“华夏”
等。本文认为“中华”的意蕴更为严谨，这是由指代

“中华”的历史空间其动态嬗变过程决定的。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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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以或“传 统 射 箭”、或“中 国 传 统 射 箭”、或“射

艺”、或“民族弓”、或“民族射箭”的事物，本文认为

“射艺”的称谓更为贴切。一方面，这是周时代将

“射”统合于“六艺”的宝贵历史遗产。其次，是由射

文化的立体形象及其形成过程决定的。由此构成

本文的研究对象，即“中华射艺”。

2 “因何是”: 基于“中华”与“射艺”的套嵌、
互结与联动

2． 1 中华: 自我与域内他者双重认同的文化空间

与近代以来形成的“主权”“边界”与“民族国

家”的概念不同。在东亚区域内形成的“中华”及其

世界，是经由漫长的发展，逐渐形成的自我与域内

他者双重认同的社会文明概念。非特指某个区域、
政治群组或民族。

公元前 11 世纪，黄河流域诞生了以洛阳及其周

边都邑为中心的周的文明。在与周边诸地域的交

流中，使周在制度、文化尤其文字系统的先进性上

得以自我确认，开始出现“华夏”“中国”“中州”“中

华”等自我标识的文明概念。其实，在更早的殷商

时代，就以东西南北方位来建构世界，自己居中作

为四方的统治者。西周继承这个传统，以周王朝为

中心，周围封建诸侯，形成周的天下。［2］“他们想象，

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
大地仿佛一个棋盘一样，或者像一个回字形，四边

由中心向外不断延伸。”［3］由此，周构建了一种以对

自身文化的慕化程度为衡量的天下观，即《尚书·
禹贡》的五服图说( 图 1) 。其中表达“甸服”“侯服”
“绥服”皆是最慕化天子的区域，称为“中华”。而第

四层“要服”，即蛮夷地区的君主须对天子履行对一

年一度的“岁贡”。最外沿的“荒服”，在天子更迭的

时候须朝贡中原，即“终王”。有“甸服者祭，侯服者

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
时享，岁贡，夫是之谓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

贡献，是王者之制也。( 《荀子·正论》) ”以周文明

为肇始的华夷秩序，主要是通过夷狄对中华的向慕

以及中华对夷狄的德化来确认和完成，这是“中华”
思想形成中的重要过程。

中华与夷狄的关系，并非征服者与被征服的关

系，而是一种德化感召与慕化朝贡的对应关系。中

华与夷狄的差异性不是永恒不变的，改变其差异性

的方式也并非以武力为主。随着四夷对中华文化

的慕化不断加深，原化外之地的人民皆可转为中华

子民，其空间亦可转为“中华”。反之，若中华子民

无道失礼，则与蛮夷无异。在“中华”不断扩大化的

过程中，孔子为其补充了重要的文化原理，为其后

东亚文明秩序的运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论语

·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中，孔子

强调华夷之别的关键，不是以种族或血统为区分标

准，而是文化礼仪作为度量。又在《论语·颜渊》中

为夷的“中华化”提出了理论依据即: “能此疏恶而

友贤，则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海之内，九州之

人，皆可以礼亲之为兄弟也。”此外，中华世界固有

的空间秩序也随着历史发展产生了嬗变。尤其是，

居于“侯服”“绥服”的诸侯君长权力经由春秋战国

时期的大重组，特别是战国时期带有强烈王权意识

的争霸局面的形成，肇始了新的中华秩序构建。

图 1 《尚书·禹贡》所述五服图说

Figure 1 The theory of five region system

皇帝制度的确立，使周时代仅代表“德化”的天

子转变为兼具“德化”“专制”二元复合身份的皇帝。
其对内以皇权形式加强对所属郡县的行政统治; 对

外则产生了“羁縻”“册封”“和亲”等形式获取域外

区域，即匈奴、西域诸国、百越、西南夷、朝鲜半岛及

倭( ヤマト) 对“中华”的归附。秦汉至明清中华空

间的嬗变，往往根植于华夷族群之间的体系性军力

对抗与分合消长。［4 － 5］南北朝时期，骑马民族非朝贡

性地强行加入，以模仿中华体制开启了“汉人与胡

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6］与

是否属于中华“不是根据种族和血统，而是根据文

化”［2］的评价。在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朝中华和以建

康为中心的南朝中华的对立中，中华的空间与秩序

不断被强行重组，给这个时代的东亚诸国高句丽、
新罗、百济和倭在朝贡归附上增加了选择的可能，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自我意识的觉醒。随后

皇族出身、政权结构都作为北朝系统延长线上的隋

唐，对周、汉乃至骑马民族的渗透型王朝进行了重

新的统合与诠释，彻底形成了新的中华空间。即:

“具体来说就是以九州 = 中国为基本领域且有时也

可以包含异民族支配在内的政治社会。”［7］唐的帝

权既是中华世界的“皇帝”，又兼具北亚草原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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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汗”。如若考虑到公元 7 世纪中叶安西大都

督府的建立，唐的中华世界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兼具

北亚，甚至中亚的巨大共同体。［8］这也是陈寅恪所

提到的:“李唐一族之所有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

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

启，扩大恢弘，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6］

唐时代空前扩大的中华世界成为了其后东亚

各古典主义国家的文化母胎。契丹部模仿中华体

制建立辽朝，标志着唐以来的中华世界经历了强劲

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后，东亚诸族民族自觉意

识的开启。［9］宋、辽、金三方的博弈，目的是对唐文

化遗产的一种合法性继承，也是对中华秩序的再次

重组。如果认为斯时中华的空间缩小至仅“宋”一

隅，可以说是对周以来中华以文化不以血族理论的

一种背弃。急速中华化的女真金朝，自认为是真正

的中国即唐和北宋传统的维护者。［10］但居于江南的

南宋与平安时代的日本对此都表达了强烈的异议。
所以，蒙古时代来临前的东亚存在着强烈的对“中

华”秩序的争夺与宣示。蒙古帝国( Yeqe Mongγol
Ulus) 的形态，最初是骑马民族以军事征服而非中华

德化样式形成的欧亚政治共同体。但其在东亚区

域则主要继承了中华样态的政治文化遗产。“元”
( dai － on Yeqe Mongγol Ulus) 即是在这一文化延长

线上建立起来的巨大帝国。统合了整个东亚，并作

为欧亚四大汗国的宗主，元时代使中华在空间上兼

有了一个世界性的面向。“世界的世界化”与“中国

的扩大化”，即从“小中国”往“大中国”的变化，是从

蒙古时代开始的。［11］大都成为明清两代的都城，正

是蒙元时代的政治延续。明的中华，在上层建筑方

面背负了浓厚的蒙元遗产，对洪武、永乐、宣德时期

的外向型扩张政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在永乐帝

看来，塑造中华世界的天子形象和确立有序的国际

秩序是他的终极愿望。［12］一个承自蒙元，多民族复

合型帝国面向的大明体制在永乐时期建立。清的

入关，是多重身份的最终统合。从顺治帝强调的

“满汉一家”，到雍正帝提倡的“华夷一家”，进而乾

隆帝提出的“中外一家”。一个五族共和下“皇清中

华”的概念提出。［12］ 促使一个清晰、明确的“大中

华”空间结构得以出现。特别是乾隆时期对准噶尔

地区的征服，标志着自班超时代以来中国的亚洲政

策的最终实现。［13］同时，也奠定了现今中国版图的

地域基础。
自周时代诞生于河洛的中华概念起，其在远东

地理空间上的分合演进，不断有新的文化和族群主

动或被动加入其中，使中华的核心和秩序不断被移

动和重组，最终形成了一个空前扩大化的文化共同

体。需明确: 古代欧亚大陆并不存在“主权国家”与

“边界”。正因如此，文化方能畅行于其间。在没有

边界的时代，“中华”与“异域”，“中心”与“边缘”不

断地融合，并依托不断扩大的中华，产生无远弗届

的文化繁荣。射艺的产生与发展，正是基于这个不

断嬗变的空间进行的。射艺的研究须体现文化多

元化的皴染，而以今释古，囹圄于“国家”“民族”“国

别史”的射艺研究，未必是一个好图景。
2． 2 中华射艺: 自我与域内他者双重创造的文化

遗产

峙峪石镞的发现，将我国使用弓箭的历史上溯

到两万八千年前。但我国使用弓箭的历史远比峙

峪文化期久远。使用燧石制作锋利的石镞须经过

烘烤、打制等几道工序，将它安装在箭杆上须掌握

箭端的开槽与固定，峙峪石镞隐喻了一连串有意识

的复杂行为，必是经历了制作技术的革新。箭的最

初形态，一定是用最简单的一根木头削成的，即《易

·系辞下》所谓:“弦木为弧，剡木为矢”。
商中晚期，商人在制作祭祀用具的技术上得到

了空前发展。另一方面，迁都于“殷”使商王朝远离

了先前的水患。综合二者，加速了“猎消农长”的趋

势，使商人逐渐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鬼神崇

拜中走出，开启了对自身价值的重新审视。多数学

者认为，商的田猎虽包含一些赏赐分封的苗头，但

并不具备规范化的“礼”。事实并非如此，当“巫”的

神性逐渐被审视于人的“自性”，逐渐脱离宗教权威

支撑而用来体现贵族子弟矢射技能高下的射礼产

生了。［14］据《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最新的研究成

果: 商射礼形态完备，对竞技模式、活动地点等都赋

予了严格的要求。甚至规定了参与不同的射礼样

态所使用的“迟彝弓”“恒弓”“疾弓”。［15］晚商射礼

的形成堪称我国射箭史上第一次重大飞跃。其重

要意义在于: 以射为媒，人文的力量被不断开启，极

大地促进了黄河流域的文化自觉。它赋予了弓箭

元功能之外的价值，使弓箭突破了“射杀”的桎梏，

完成了从“射箭”到“射艺”的升华。继承了商代遗

产的周，以分封诸侯、确立礼制的形式明确了以洛

阳为中心的天下观，使起源于晚商的射礼进一步等

级化与仪式化，形成了一套以“大射、宾射、燕射、乡
射”为指南的周天子养诸侯之法，［16］用以规范居于

京畿之地的天子对“五服”内姬氏诸侯、外姓诸侯、
蛮夷君主、戎狄君主的文化秩序，强化他们对中华

的归建。当天子的权威陷于疲敝，其分封都邑在战

国时代被重组为具有强烈独立意识的“七雄”。居

于“侯服”与“绥服”的诸侯君长在强化权力的同时，

开始了不唯血缘论的新型中华秩序构建。赵武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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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启的“胡服骑射”，以不拘成例的态度阐释了华

夷之间的秩序并非欺凌式的认知，开创了我国从

“战车时代”向“骑兵时代”的转变。中华世界从前

无迹可寻的“骑术”也由此成为一种新的风尚，为日

后赛马、马球等竞技的开展提供了可能，也为后来

的武科取士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军事体育考评科目。
“胡服骑射”开启了我国射箭史上的第二次飞跃，

即: 为日后射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海纳百川的价值

取向。
基于“皇帝”作为唯一的权威统御宇内，扩大

“中华”的施政理想。秦汉时期射艺的发展呈现出

两个明显的态势: 首先，为服务汉匈战争而进一步

在军事训练体系中强化的骑射。即“民俗修习战

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 《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

赞》) ”的精神面貌。其次，借由域外对中华世界的

归附，使高度文明化的射艺沿着张骞凿空的“丝绸

之路”远播西域。在大致与汉同期的且末扎滚鲁克

一号 墓、民 丰 尼 雅 遗 址 95 MNIM8、95 MNIM1、95
MNIM4 等西域贵族墓地，考古人员均发现了“一弓

四矢”式的陪葬现象，［17］对应了《后汉书·礼仪志》
中“彤矢四，轩輖中，亦短卫。彤矢四，骨短卫，彤弓

一”的丧葬礼制。配四矢的“彤弓”，是周天子赏赐

诸侯的礼器。《荀子·大略》有“天子雕弓，诸侯彤

弓，大夫黑弓，礼也。”大量西域贵族墓葬中合乎中

华礼制的弓矢陪葬情况，有力地印证了因扩大的中

华而肇始的射艺远播。骑马民族的非朝贡性加入，

使南北朝时期“中华”的空间秩序被不断强行重组，

促进了射艺在内容上的多元表达。以洛阳为中心

的北朝中华，骑马民族一方面保持着精骑善射的古

老传统。有“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驱逐。( 《拟古诗

·鲍照》) ”的豪迈。另一方面，随着中华化的加深，

周以来的射礼与讲武制度为他们所接受。如慕容

前燕“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

於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 《晋

书·慕容皝载记》) ”孝文帝以来，北魏开始仿效中

原礼制进行大射礼。随后的北周皇室更喜大射礼，

如宇文邕“集诸军都督以上五十人与道会苑大射，

帝亲 临 射 堂，大 备 军 容。 ( 《北 史·北 周 武 帝 本

纪》) ”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朝中华，因承袭了魏晋的

玄学与东吴以来对江南的开发，一种带有雅致之风

的“六朝文化”盛兴，使南朝的中华在文化上超越了

北方的异民族王朝。［18］当秀谷清风的六朝文化与射

艺相结合，严肃的礼射此时不被过多关注，带有享

乐主义与游戏气息的“投壶”与“弹弓”成为贵族门

第间最受欢迎的娱乐。射艺中开始大量融入娱乐

化、游戏化的元素，确切的说应该是南朝的中华开

启的。
出身于北朝系统的隋唐，结束了 4 － 6 世纪以来

的南北分立，并通过军事、和亲、羁縻、册封等形式

再创了空前扩大化的中华空间，促进了隋唐时期射

艺的空前繁荣。首先，对东、西突厥和粟特地区的

威服，使中断已久的“丝绸之路”再次贯通。来自西

域的箭 囊“胡 禄”; ［19］ 产 自 花 剌 子 模 与 室 韦 的 角

弓; ［20］甚至源于波斯的弓袋“豹韬”［21］成为隋唐时

期狩猎游艺、军事训练的重要武备，为射艺的发展

注入了巨大的物质文明。其次，武周时期首创武

举，将骑射与步射明确作为官办武学考试中的重要

一环，促进了武射系统的精炼化、规范化与学术化。
雄伟的中华国际性帝国，开启了我国射箭史上的第

三次飞跃。即一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双重丰富的

射艺形态的形成。而以争夺对唐文化遗产合法继

承为背景，强烈的民族自觉成为宋辽金时期射艺发

展的主旋律，并由此开启了射艺“非一元中心”的自

我宣示时代。在宋辽南北中华的博弈中，双方逐步

产生了“边界”的概念。澶渊之盟后，居于宋辽边界

的雄州、容城等地，出现了须同时承担宋辽双方征

税义务的“两属户”。因属战略要冲，故双方都注重

“两属户”地区人心的争取，反而造成了一种宽松的

政治环境，使此地居民能够突破两面政令的壁垒，

自发性地组织各种结社，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以团

练射箭自保为纽带的“弓箭社”。庆历时期，“弓箭

社”开始被宋廷招募为民兵。［22］民族自觉的开启，使

北方中华的辽、金不再照搬汉人的射礼，而是参照

中华礼制对游牧民旧有的蹀林之俗进行改造，产生

了高度仪式化的射柳。据《辽史·礼制》，射柳之前

首先要祭祀先帝，“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射柳的

过程遵照严格的等级秩序，即“皇帝再射，亲王、宰

执以次各一射”。关于锦标机制，有“中柳者质志柳

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

然后各归其冠服。”待整个仪式结束后，皇帝对参与

人员依爵位进行封赏，“皇族、国舅、群臣与礼者，赐

物有差。”金的射柳，将汉人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重

阳节与之绑定，使其发展成为一种盛大的节庆体育

活动。即“甲戌拜天射柳。故事五月五日、七月十

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岁以为常。( 《金史·太祖

本记》) ”世宗时期重申了此传统:“以重五幸广乐园

射柳，皇太子亲王百官皆射，胜者赐物有差，上复御

常武殿赐宴击球，自是岁以为常。( 《金史·世宗

纪》) ”将游牧民的射柳与汉人的节庆相结合，金廷

此举意在宣示一个统合了南北中华诸要素的中华

世界共主的存在。
居于中华世界的“元”一方面是跨国性世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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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蒙古帝国之宗主，另一方面又是暌违已久的统一

的中华政权之二重性，毫无疑问构成了通观元代射

艺的基础。［8］元的射艺，蒙古人精骑善射的传统自

不必说。本文关注的是: 在“中华”与“世界”的联动

中，在武备系统上融入的人类科技文明的优秀成

果。蒙古西征期间，曾有意识地将撒马尔罕、呼罗

珊、加 兹 尼 等 地 的 能 工 巧 匠 带 回 东 亚 服 务 于 军

工。［13］东波斯的长梢角弓、安纳托利亚的小梢角弓，

自 13 世纪中期开始大规模地复刻于中华世界。至

元 10 年，忽必烈又从波斯伊尔汗国引进了巨型弹射

器“曼扎尼克( manjaniq) ”，即汉文献称之为“回回

炮”的攻城器械。［23］元时代盛况超前的欧亚射武备

交流影响深远，《武备志》中所载明军“方其弰，长其

隈，高其弣，薄其敝”的通用弓，与同时期出现在奥

斯曼帝国、克里米亚汗国、李氏朝鲜的弓箭形制几

无二致，被国 内 外 射 文 化 研 习 者 统 称 为“小 梢 系

统”。开启元明时代的欧亚射武备比较学研究具有

非常的意义。以射为媒，我们得以统览一个延续的

中华，一个交互的欧亚世界。随着国力的衰退，永

宣时期积极的世界性中华也随之转捩为与倭寇、草
原世界的双重纠葛。然而，这样的状况却促进了明

代中后期射艺的学术自觉。戚继光《纪效新书·射

法篇》、茅元仪《武备志·射论》、王鸣鹤《登坛必究

·射论》详细阐明了武射系统中的诸要素。晚明雅

士高颖所著《武经射学正宗》，不但对有关射艺的各

种知识体系都进行了深度的学术性梳理，还创造性

地建构出一种被称作“尺蠖式”的技术流派，促进了

射艺技术风格的多样化。因此，中华空间的“外向

型”与“内向型”两种面向，构成了统览明代射艺的

基点。“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以农隙以讲事

也。( 《左传·隐公五年》) ”作为“国语骑射”的最

终载体，由满蒙贵族长期共同参与的“木兰秋狝”以

周代中华“秋狝”制度为蓝本，以满蒙共通的语言为

纽带，以草原民族共有的技能骑射为媒介，有效巩

固了“满蒙同盟”的情感基础。正如康雍乾三代帝

王将兴科举、修明史、祭明孝、编巨著等同修文教作

为“中华皇帝”身份的表达，国语骑射制度旨在宣示

君主对草原世界“大汗”身份的重视。［24］有清一代

史无前例地统一射武备，将“长梢加弦垫”样式的角

弓作为不得随意更改的制式装备。“不如式制造，

或被人首告，或兵部查出，所造之物入官，匠役从重

议处。”［25］将南与北、文与武、治与化互为一体，清代

的射艺是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的中华世界以“射”
媒的强力宣示。

截止到晚清，东亚世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

华”式天下观被强行地整编进了“民族国家”的国际

准则，一个长期彰示“允执厥中”的古老帝国被动式

地硬塞进了“无处非中”的近代世界。面对诸如“民

族”“边界”“国家”等一系列新观念的文化冲击，固

有的价值观遭到了“欧洲中心主义”颠覆式地冲撞，

直至在政治、军事、科技、思想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也正是这一时期，射艺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

台。鲜有对于传统射箭的学术研究，或囹圄于以

“民族国家”为背景的论述单位，或裨贩西洋体育研

究方法，使这一古老的文化遗产失语于一个信达雅

的主体性宣誓。

3 “所以是”: 一个有关“中华射艺”挈领概

念的最终建构

综上所述，弓箭起源于先民适应自然的能动性

过程，本是一种荒蛮的猎杀工具。随着文明的不断

进步，人类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日趋多元化，肇始于

荒蛮原点上的弓箭也随之凸显出不同的价值关怀。
就我国的射箭史而言，它始终没有一个恒定的演进

形态，不可预估性与多样性始终伴其左右。究其原

因，正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超越了今天民族国家的政

治边界与论述单元。不断嬗变的中华空间，使古人

的价值观念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变化、发展、升华的

过程，形成了灿烂的“中华射艺”。
概念的建构深度勾连着哲学本体论范畴，是对

事物本真存在提纲挈领的总结。正如毛泽东所说:

“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

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

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在联系。”［26］统揽不

同历史时期的射艺，虽有不同的特征，表现出强烈

的时代性和目的性。［27］然经过梳理我们亦能够找到

某些规律性的内在联系。首先，狩猎与军戎之射构

成了中华射艺之武射系统。礼射与娱乐之射则构

成了中华射艺之文射系统。其次，无论是文射还是

武射，准确击中目标都是其最本质的属性，这是射

因何为射的基本规律。再次，中华射艺的形成与发

展具有鲜明的交融性特征。这种交融性不但来自

于东亚中华文化圈内部，也来自于对其他文化圈优

秀成果的吸收。最后，不断地融合与发展，极大地

丰富了中华射艺的文化内涵，最终使中华射艺产生

了“文与武”“技与艺”“教与学”“工与明”等多重价

值属性。这一切都基于中华文明“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包容性。因此，本研究将“中华射艺”的概

念界定为: “形成于中华文化圈，以弓、箭以及相关

器物为媒，准确击中目标为本质属性，文射和武射

为表现形式，跨地域交融为主要特点，兼具多种价

值属性并始终处在变化发展中的宝贵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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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传统射箭的复杂性，给了学界“横看成岭侧成

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多维视角，但学术研究的前

提须突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

限。通过统合性称谓“中华射艺”的提出，使今后传

统射箭领域的研究师出有名; 通过对“中华射艺”形

成与发展过程的爬梳，呈现了射何以称“艺”的立体

形象; 通过对“中华射艺”挈领概念的最终建构，完

成了向其纵深本体论的拷问。俗话说，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文化软实力建设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

体建设日益套嵌与联动，“一带一路”倡议在古老的

“丝绸之路”上再次发起均展示了中华自信。本研

究似乎拙见了一个以射为媒，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

所在，即:“有的放矢，射以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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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ans of documents and logical analysis，this present paper puts th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archery un-

der the macro － historical context of Zhonghua＇s ( China) transmutation，and explores the nature of traditional
archery．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 Zhonghua Archery Art" is an umbrella concept which can resolve in a strict
sense the problem of " what it is" ; based on the mutual embedding and interaction of " ZhongHua" and " archer-
y"，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dynamic cognition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 ZhongHua Archery 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 what it is for?" ;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mbrella concept of " Zhonghua Archery Art"
transcends the limits of " national state" and " boundary"，explaining the question of " why it is s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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